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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周总理是怎样抓财政工作的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2月13日  戎子和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北平的军事后勤和接管旧政权的财经的

工作。当时，华北局想要我去山西省工作，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则想留我在北平工作。周恩来同

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对他们说，戎子和同志你们谁也不能留，新政府将安排他做财政工作。据说本

来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提名的财政部副部长中，把我排在第三位，周总理审查名单时来了个留一去

二，保留了我，并在我之后加上了王绍鏊老先生。此后，一直到1960年10月，我都在财政部工作，

对周总理抓财政工作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奈自抓国家预算 

我同周总理的工作接触和往来，最重要和经常的是他找我谈每年国家的预算问题。我们国家的

预算工作是从1950年开始的。周总理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预算是国家为实

现自己政治经济任务，保障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计划地集中

和分配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当时，要制止旧政权时持续十二三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国

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就必须花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因此，凡召开政务院全体会议，周总理都

尽可能让我参加，以便经常了解国家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情况，为编制年度的国家预算提供良好条

件。 

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

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

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

的。财政预算是一项专门性工作，不懂行的人，对预算报表、报告一类的材料，不大容易看懂。但

是，周总理只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翻一翻，就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了。他对财经工作是十分熟悉

的，你想在某个问题上蒙他是蒙不住的。 

当时国家财政预算的编制和预算报告的起草，一般是先由财政部编制出预算草案、写出报告，

并经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召集会议讨论通过后，再提到政府全体会议

上讨论。在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前，周总理总要找我们去谈一两次，详细了解预算编制情况，并

一道认真审查预算报告等文件。时间大多在晚上，有时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一直搞到深夜一两点

钟，甚至更晚一些。他看文件既仔细又认真，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推敲。凡是提法不妥、逻辑不

通、文字或标点错了的，他都要修改订正过来。国家预算报告经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须提交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才

能生效。在此之前，周总理还要找我们谈话，同我们一道再把政府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拿出来审查

一遍，生怕还有被疏忽过去的差错。 



1955年初，我们在编制当年的国家预算草案时，先计算出1954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帐面反

映财政结余约有20几亿元，但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贷给工商、供销等

部门作流动资金了。按照财政工作的正常做法，国家是应该给这些部门流动资金的。既已作为流动

资金贷出，就已是财政支出，而不应再算做财政结余了。由于当时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从帐

面上看这笔钱是国家财政的结余。周总理看了预算草案后问：怎么结余这么多，结余的钱做什么

了？我说明情况后，周总理说，既然已贷出作流动资金，为什么还要在预算报告中提出这么多的结

余呢？现在政府一个劲地说财政紧张，各地区各部门又都说中央把它们抠得太死了，但你们却在报

年终帐时说结余了这么多钱，人家难道不责备吗？你们应该把这笔钱改作财政正式拨款。根据周总

理的指示，我们改正了错误的计算方法，把这笔钱作为支出拨出去了。这样一算，1954年国家财政

结余只有10亿多元。  

建国初期，周总理主张财政收入的分配要从第一次分配中把财政收入款分配好，不要过多地打

第二三次分配财政收入的主意。根据我们了解，他一般不主张国家在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用发行

公债、债券等办法来筹集资金。由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在国家面临

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决定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

债”。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的积极措施。到1952年底，周总理看

到国家财政收支能够基本实现平衡后，便指出，财政收支能够做到平衡，就不要再发行公债了。为

什么他不赞成一直发下去呢？他说：你借了钱以后还要还给人家，在几年之后，将形成本年份通过

公债形式借来的钱同当年用来归还前面已到期公债的金额数差不多，所得好处并不多。为了在大规

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有更多的建设资金，国家从1954年到1958年又连续发行过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

债”，这实在是一种应急措施，后来即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停止发行了。  

当时，苏联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有控制地发行小面额的有奖债券，规模比资本主义国家

的要少得多。我们曾多次向周总理提出是否我们也搞一些这样的债券发行？他不赞成。他说：解放

前，你花两三块大洋买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公债，中了彩，一下子就发财了，头天还是穷人，第二天

就成富翁了。我们不要采取这个办法。 

周总理对国家财政预算一贯主张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和经济建设要搞综合平衡，不赞成搞赤字

预算。无论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还是在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中，他经常强调的都

是综合平衡问题，坚决主张稳步前进。 

重视国家税收工作 

建国以后，凡属重要的全国性财政方面的会议，如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全国税务会

议、全国盐务会议、全国粮食会议等，周总理如不能亲自参加，必定派主管经济工作的秘书来参加

会议。而且要求派去的秘书既要向他口头汇报会议情况，又要写出全面反映会议情况的简明扼要的

报告送他。每次会议结束后，我们还必须到他那里去汇报一次情况。如果他对会议的有关问题还有

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要我们再讲一讲。如果我们还讲不清楚，他会不讲情面地要你带上主管司长向

他再汇报一次。这些会议所决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办法，一般都先提交中财委陈云同志那里，

然后再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批准。 

有关财政税收的法令法规，是都要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当时参加政府会议的民主人

士比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财经工作比较熟悉，在会前他们总要先将文件研究一番，看看有毛病



没有。1950年，财政部搞农业税条例时，我们把税率算错了。当我们把条例拿到政府全体会议讨论

时，他们马上指出我们算错了。这件事对周总理震动很大，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不要重

复这类错误。在制定工商税条例时，我们担心有的商品在税目里漏掉而造成漏税，就在工商税条例

的同一税率的每一条款的最后一个商品税目之后加上“等均属之”一语，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漏

税。这样一来使工商税条例成了一些没有严格规定性的条文。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我们不懂造成

的，以致闹出了笑话，结果被人“将军”了。 

有了以上两次经验教训后，凡是财政部有关税法问题的法令、指示等文件，周总理都要自己再

算一次，并问明有关规定的理由。你讲通了，他便同意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如果还有问

题，就要我们弄明白算清后再提交政府全体会议。 

支持陈云抓财经工作 

建国后，周总理对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是十分信任、十分支持的。凡是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财

经工作的会议，在我们汇报财政工作之后，周总理一般都让陈云同志发言谈意见，他自己发言比较

少。毛主席主持会议，在陈云同志发表意见后，毛主席就问别人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按陈云同

志讲的意见通过。由于周总理很信任陈云同志，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陈云同志所领导的中央财

经委员会在建国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 

财政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撑腰，否则难以把财政工作搞好。因为财政工作是管家

的，它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周总理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管家。他理解我们，支持我们，使我

们完成了人民委托的任务。 

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 

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发生了急躁冒进，财政部门、计划部门、金融部门、商业物资部门感到

有这个问题后，都向上面反映了本部门了解到的惰况，财政部反映的情况最多。先反映到陈云、李

先念、薄一波同志那里，再由他们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向来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财政收支

要保持平衡。大家向周总理反映冒进的情况后，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代表大家的意愿，向中央

提出了“反冒进”问题。1958年初开始，毛主席反“反冒进”，点了周总理的名，进行了严厉批

评。陈云、一波、先念同志也被点了名。 

周总理对毛主席一向很尊重，尽管他的意见是对的，但在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还是作了多次

自我批评，为其他同志承担了责任。 

对三年“大跃进”那些“左”的东西，周总理觉察到没有？他当时真实态度是什么？我说不

好，因为周总理的党性很强，就是有看法，他也不会私下向我们流露的。但是，我从周总理在1959

年庐山会议前一段时间主持召开的几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时的言行养他是不赞成“大跃进”的那些做

法的。在当时的会上，我和有的同志在发言中，集中攻了钢铁翻番的做法，当然也就连带着攻了冶

金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对我们的发言感兴趣，叫段云同志和我共同写个书面材料报告他。后来我

们写了一个报告送周总理。庐山会议的后一段，气氛由反“左”转到反右，错误地对彭老总开展了

批判。这样一来，我们反“左”不就是错误了吗？这时，周总理和先念同志对我们说：你们赶快回

北京吧！于是，我、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周总理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



们。 

1960年12月，我和钱瑛大姐到甘肃检查工作。这时甘肃正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但还在向上面谎

报是大丰收。省里上报全省粮食总产量是70亿斤。我参加会议，感到会上空气很沉闷，有些人有话

不敢说，但有的人仍一个劲地讲还可以调出多少粮食。我问县委书记，难道你们不知道在饿死人

吗？他们说你不谎报人家说你是右倾呀！我们在那里一核实，全省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30亿

斤，只有40亿斤了。我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说，甘肃粮食总产量没有70亿斤嘛！接着，我给西北局

书记处打电话反映了这一情况，接电话的西北局负责同志，却不敢接受经我们核实的产量数字，要

我们相信省委的上报数。我说你们接不接受，是你们的看法，但我已经将真实情况反映给你了。正

好这时聂荣臻同志从新疆回北京路过甘肃，我就请他回北京后把甘肃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听说周总

理听到聂老总的汇报后感到很吃惊。很多情况都说明，周总理对“大跃进”中的钢铁翻番，一亩地

要收多少万斤红薯，多少万斤麦子是不相信的，但由于在那种“左”的气氛盛行的情况下，在“反

冒进”中已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总理，又有什么办法呢？ 

理解和体谅财政部的工作 

我在财政部主管国家预算，搞了11年。这期间，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要钱，周

总理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最高领导人而不同财政部商量就批条子指示财政部拨款。 

周总理很理解财政部经常受各方面责难的处境。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少，财力有限，国家拨款往

往满足不了各部门、各地区的要求，有的甚至是合理的低限度的要求。因此，常常有一些部门和省

市对财政部的意见比较大，有的还向周总理告状，或者在政府会议上给财政部提意见，“围攻”财

政部。凡是有人向周总理提财政部的意见，周总理总能体谅财政部的困难处境，从未因拨款的事情

在公开的会议上或在私下批评财政部。周总理每次都对反映意见的同志说，你们的困难我了解，我

一定将你们的意见转告财政部要他们考虑。 

建国后不久，有一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敬同志共同向周总理反

映，说财政部对北京、天津的城市建设费用卡得太紧了。周总理也感到我们把人家卡得是紧了一

些，应该给他们多解决一些城建经费。他把我们找去说，他们的城建经费如果不是特别困难的话，

是不会直接找我来的。这笔经费不知财政部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多少？请陈云同志召集你们同彭

真、黄敬同志共同商议解决。周总理是采取这种办法来解决国家财政的追加经费拨款的。 

在抗美援朝初期，由于有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国内对前方军事物资的供应一时没有跟

上。彭老总为此发了火。彭老总的耿直性格，在我们党内是很有名的。这位老总脾气很大，他给周

总理打电话说：后方供给是谁主持的，这么差，是要砍头的！实际上，他不大了解国内财经状况和

组织后勤供应的困难程度。周总理对彭老总很了解，况且前方供应困难问题确实也是应当及时解决

的。因此，周总理找陈云同志说，无论如何找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戎子和等同志开会，成立一

个小组，研究解决抗美援朝的经费和后勤供给问题。陈云同志工作忙顾不过来，就派中财委宋助文

同志代表他作为小组组长主持会议。小组成立后，陈云同志说：你们每周或者每两周开一次小组

会，商议解决抗美援朝的供给问题。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送给我来决定，我不能决定时再送周总

理解决。由于有这么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解决抗美援朝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这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抗

美援朝部队前方军事物资供应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处理都是很及时和恰当的，彭老总也没再表示不

满意了。 



周总理要求我们，抓财经工作，除了方针、政策要正确以外，还应该把工作重点摆到议事日程

上，经常讨论，再就是领导人要以身作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周总理逝世后，我万分悲痛。我常常怀念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高尚品德和伟

大人格。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楷模. 

 

    文章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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